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分期问题初探

薛源官

(一)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既然作为一门专门史，就必然会牵涉到分期问题。然而，数百年来亚非拉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此起彼伏，高潮叠起，线索纷乱，且发展又很不平衡，何以分期?强以切段划块，岂不有牵强附会之嫌?笔者认为，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同世界上其它一切事物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它的分期的依据，恰恰是其发展规律本身。尽管亚非拉各民族的解放斗争时间有先有后、水平有高有低，但是，只要把握住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规律，就不至于在纷繁的历史事件中“如堕烟海”。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不平衡的，但历史发展又有其共同遵循的规律，这是历史分期问题中常遇到的矛盾。况且，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发展都不同程度地纳入了统一发展的轨道，亚非拉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斗争经历，他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时代的前进加强了，这些正是我们对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进行分期的立足点。

有人主张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分期与世界近代史的分期完全重叠，即分为三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①诚然，民族解放运动是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潮流，是构成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完全背离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它必然受到历史时代的制约，因而，它的分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分期当根据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同阶段来划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殖民政策的变化必然对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也直接地影响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因此，把近代殖民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分期的依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应当说，上述两种主张与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分期不无联系，但这些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都忽略了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特点和个性，忽略了民族解放运动自身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历史进行分期的目的在于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在于探索历史发展的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历史分期的依据也只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本身。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分期的根本依据当然也是其自身运动的发展规律，即以不同的时期亚非拉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共同特征、普遍规律来划分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时期或阶段。

纵观数百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发展轨迹:它经历了部落酋长、封建王公领导的反抗斗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发动的下层人民的起义;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出现的四次高潮较客观地反映了这条发展脉络。所以,笔者主张,以四次高潮为主要标志，把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分为五个阶段。这样划分不仅体现了时代特征，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不同阶段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不同特点。

(二)

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是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第一阶段，即早期斗争时期。断限年代为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1790年海地革命前夕。

近代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近代殖民主义诞生了，亚非拉人民的反殖斗争也随之展开了。揭开近代殖民侵略序幕的当是1415年葡萄牙人对北非摩洛哥休达地区的侵略活动。那么，何不以1415年作为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起点呢?因为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第一阶段正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始于15世纪末，美洲的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②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很有道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紧随其后的达·伽马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线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短短的20余年间,广袤壮阔的亚非拉大地倾刻间裸露于殖民者贪婪的目光下,从此,殖民列强开始了对亚非拉人民赤裸裸的侵略、掠夺和奴役，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经久的历史悲剧的帷幕终于拉开了。与此同时，亚非拉人民也掀起了反抗殖民侵略、压迫的殊死斗争。因此，比起1415年以及随后的近百年葡萄牙人驻足于非洲西海岸，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无疑更具有历史的“界碑”的作用。

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阶段正处于近代殖民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一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③这一时期，殖民政策“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④殖民者以海盗式的劫掠、垄断贸易、不等价交换、奴隶贸易等残暴手段,掠夺亚非拉各族人民。在这三百年间，殖民者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先后侵占了整个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殖民制度。

这一阶段，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掀起了广泛的反对殖民侵略和殖民制度的斗争。有非洲黑人反抗猎奴保卫家园的斗争，有亚洲封建主领导的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和农民的自发起义;还有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抵御侵略的斗争和黑奴暴动，以及土生白人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等。较大规模的有:17世纪中叶中国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18世纪下半叶印度迈索尔素丹领导的抗英战争;18世纪末南非爆发的三次“卡佛尔战争”和秘鲁的图帕尔·阿马鲁大起义等。

这一阶段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是:第一，反殖斗争没有明确的纲领，而是自发地以惩治、驱逐殖民者为目的，反殖斗争多是在部落酋长、封建王公的领导或直接支持下进行的。第二，斗争的规模都较小，没有严密的组织，斗争方式和手段也较为原始。第三，这些斗争是分散零星的，彼此间缺乏相互联系和支持，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高潮。第四，斗争的成果较小，除了极少数取得局部的短暂的胜利外，一般都失败了，因而亚非拉各国都无法扭转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趋势。

早期斗争尽管成果不大，但它在近代亚非拉解放运动史上仍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殖民者的入侵和殖民统治力量，延缓了亚非拉各族沦为殖民地的进程。其次，在早期斗争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磨炼了亚非拉各族人民的反抗精神，使被压迫民族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它鼓舞了亚非拉人民的反殖斗争，也教育了子孙后代前赴后继，抗击殖民者。第三，各国人民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斗争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三)

以1791年爆发的海地革命为界标，开始了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海地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使海地成为亚非拉各殖民地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而且，以它为先导掀起了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拉美独立运动，形成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这一阶段的下限为19世纪20年代末。19世纪初，世界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但是，由西方列强在殖民地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到“商品大进军”的转变并非顷刻之间完成的，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至19世纪20年代末，老牌的殖民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尚未开始产业革命，它们继续以暴力手段掠夺殖民地人民;法、美等国的产业革命则刚刚开始，一时还生产不出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去冲击殖民地的市场;英国虽已完成产业革命，但仍没放弃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掠夺方式。总之，殖民列强仍在继续或强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掠夺手段(虽然其中某些手段有所缓和)，为产业革命积累必要的资金。因此，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西方列强殖民侵略掠夺的方式带有资本原始积累向商品大进军过渡时期的特征，即除了继续或加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掠夺手段外，也开始向殖民地输出廉价商品。同时，第二阶段出现了以拉美独立运动为中心的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而19世纪中叶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又兴起以亚洲为中心的第二次高潮，两次“高潮”各有特色，因而以19世纪20年代末作为划分两个阶段的界标，较客观地体现了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特征。

1791年，海地人民揭竿而起，在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的领导下，先后战胜了法、西、英殖民军，建立了拉美第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从而揭开了拉美独立运动的序幕。19世纪初，民族独立运动席卷整个拉丁美洲。西属拉美殖民地先后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到20年代末，绝大多数地区都获得了独立。与此同时，葡属巴西人民也奋起斗争，于1822年脱离葡萄牙，成立独立的国家。

这一阶段，亚非人民的反殖斗争也非常活跃。非洲各族人民英勇地抗击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在亚洲，菲律宾、波斯、印度、印尼等国也爆发了反殖起义和暴动。斗争规模最大的是1798年开始的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入侵的斗争和1825年爆发的印尼爪哇人民起义。

这一阶段时间虽短，但亚非拉人民反殖斗争的内容则丰富多彩，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跨度也很大，黑人暴动、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交相辉映。那么，这一阶段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是什么?这一阶段斗争的主流依然是下层人民的自发性斗争。除拉美外，广大的亚非地区并没有摆脱旧式的自发斗争的方式。这种状况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和侵略特点是相适应的。

这一阶段斗争的特点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亚非人民反殖斗争正蹒跚前进的时候，拉美人民的斗争走在前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拉美国家最先全面殖民地化，随之殖民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鼓舞下，拉美人民利用欧洲拿破仑战争的极好契机，掀起了推翻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另一个特点是，这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卷入的地区和人口，以及斗争的成果都是空前的。尤其是拉美独立战争，千百万拉美人民投身独立运动，一举推翻了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十六个独立的国家。它不仅冲决了资本主义在拉美的殖民体系，而且鼓舞了亚非人民的反殖斗争，在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

第三阶段以19世纪30年代初为起点，至1870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结束止。

19世纪30年代始，产业革命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随之西方国家大量向亚非拉地区倾销商品，掠夺工业原料，占领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成为这一时期殖民侵略活动所追求的主要目标。西方廉价商品的倾销，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方国家的专制主义统治，逐渐瓦解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使东方各国陷入了深深的民族危机之中。在拉美，由于反殖反封建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新殖民主义者又乘虚而入，对拉美人民进行经济掠夺、政治奴役，甚至公开发动侵略战争，拉美国家又重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资本主义新殖民政策的奴役下，亚非拉人民再一次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这一阶段除了墨西哥1854年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外，斗争的主流仍是下层人民自发的斗争，其主要有:1830--1847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斗争;1864--1868年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英斗争;1848----1852年波斯的巴布教徒起义;1851--1864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大起义等。这些国家反殖反封建斗争的规模之大、组织性之强、斗争内容之丰富深刻，是前一阶段所没有的。譬如太平天国运动，它的领袖们组织领导了庞大的太平军，横扫半个中国。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进行了一整套的社会改造，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创造了辉映千古的业绩。上述各国、各地区的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的还延缓了自己祖国沦亡的过程，并把旧式的自发性的反殖斗争推向高峰。

这一阶段斗争向深度发展的又一标志是，在亚非一些国家出现了上层统治者进行的改革活动。如:1848-1851年波斯的密尔扎·塔吉汗改革;以1839年《御园敕令》为顶点的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改革;1841年告终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1855--1868年埃塞俄比亚提奥多二世改革，以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等。这些改革活动的内容涉及颇广，各国也皆有特色，但在一些重要方面则是一致的。各国均注重改造军队，发展军事工业，以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积极发展生产，剪革积弊，广开财源，以增强国力;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招聘“西匠”，或派遣本国弟子出国留学。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东方国家此时还未出现代表新生产力的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改革只能由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之士来推行，这就决定了其先天带有的根本性的弱点，致使这些改革均归于失败。但须指出，东方国家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反对殖民侵略与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些改革多少增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抵御外侮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使古老闭塞的东方国家涌现了-批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带有近代色彩的知识分子，为未来新的阶级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此外,各国的改革都致力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而刺激了本民族近代工业的发展，它为日后东方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人民群众自发斗争的失败，暴露了这种“旧式的骚动”的根本弱点，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而封建上层改革的夭折,证明了封建阶级内部开明之士进行的救亡运动,不可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命运。民族解放运动呼唤着新的力量的出现。

(五)

19世纪70年代，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具体起迄时间为1871年至1904年。

19世纪下半叶，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列强对亚、非、拉国家的侵略带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在商品输出的同时,开始资本输出;二是西方列强加强了对落后民族的侵略，掀起了争夺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在空前深重的危机面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代表人物丧失先期救亡图存的勇气，而进一步匍匐于殖民列强的脚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亚非拉人民掀起了第三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

这一阶段,下层人民的反殖斗争仍持续不断,较大规模的有:1872--1882年印度各地的人民起义;1887年越南黄花探领导的农民起义;1891年波斯人民反烟草专卖的暴动，1893一--1895年朝鲜的东学党起义;1899--1901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871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大起义;1881-1900年苏丹马赫迪起义;1895年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抗意卫国战争，以及拉美各国人民反对英美军事侵略、经济渗透的斗争。这些斗争除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抗意斗争取得胜利外，各国人民的斗争先后都失败了。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他们的英雄业绩永垂史册。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尽管各国人民为解救危难中的祖国而英勇斗争，乃至于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但他们的斗争始终没能摆脱旧的农民战争的模式，它毕竟属于一个逐渐逝去的时代。正当民族命运“寝于火薪之上”的危急关头，⑦东方国家兴起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跨入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新时代。

19世纪末,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对东方国家的资本输出,在那里投资办厂。外国资本的输入，客观上刺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亚洲、东北非洲诸国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也兴办了起来。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东方各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富有实际意义的革新救亡活动。

这一阶段，东方国家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有:朝鲜开化党人的改良主义运动;印度的国民大会运动，波斯的马尔考姆·汗的君主立宪运动;奥斯曼的米德哈特宪政活动;菲律宾何塞·黎萨领导的宣传运动，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越南潘佩珠领导的维新运动，以及埃及祖国党领导的宪政运动等。各国资产阶级在革新活动中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要求，如主张发展工商业、大办教育、废止传统陋习等，但其核心内容是变革国家政治，要求实行宪政。印度国大党领袖班吉纳要求“在印度实行代议制责任制政府”;中国的维新派则要求光绪帝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埃及的祖国党和土耳其的新奥斯曼党人也提出了实行宪政的主张。更为可贵的是，各国的革新派没有停留于一般的说教与宣传，而是力图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新奥斯曼党人于1876年发动了宫廷政变，一度掌握了国家政权;中国的维新派发动了“百日维新”;朝鲜的开化派发动了甲申政变，颁布了“新政纲”;⑧埃及的祖国党迫使国王召开议会，成立了由祖国党人组成的新内阁。

这一阶段东方国家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既不完全相同于同时代的下层人民斗争，也不相同于19世纪中叶封建上层的改革运动，资产阶级改革者们所追求的是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样的强国，是要葬送古老的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它已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的范畴。

这一阶段，在古巴和菲律宾还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两国革命在许多方面颇相仿佛。两国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资本主义都有了一定发展，正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之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两国革命都从根本上动摇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最终都被美帝国主义绞杀了。19世纪末古巴和菲律宾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未来亚非拉兴起的革命风暴的先声。

(六)

20世纪初，亚非拉再次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第五个发展阶段，断限时间为1905年至1917年。

这一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最终确立，帝国主义国家更大规模地向殖民地输出资本。这一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这就是:第一，各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成熟。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为更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东方各国人民在1905年俄国革命影响下觉醒起来，“几百万被压抑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的人民醒悟过来，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的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⑨人民的斗争不仅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买办阶级，而且也推动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重新兴起。第三，19世纪东方各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由于内外反动派的残暴镇压失败了，惨痛的教训催人警醒:改良的药方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民族，从而逼着部分资产阶级人士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正是在早期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中锻炼成长起了一代新人，他们成为本国民族民主运动的中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初再次兴起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

这一阶段，斗争主要内容，按其性质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下层人民自发的零散的反帝反殖斗争。这类斗争在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尤其在非洲)依然是打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力量，但从总体而言，其规模和成果都不及以前，而在亚非拉广大地区，下层人民的斗争都直接或间接地汇入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去。

第二类，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这一阶段阿尔及利亚、印尼、越南、阿富汗等国的资产阶级继续进行改良的尝试。印尼的至善社、越南的东京义塾社均提出广兴教育、发展经济、倡导科学、革除陋习、恢复国家主权等主张。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则要求殖民当局废除“土著法典”，扩大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尽管资产阶级的一片苦心最终只能化作泡影，但它对于促进本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类，介乎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运动。其中有越南光复会领导的抗法斗争、印尼东印度党和伊斯兰教联盟组织的反荷斗争、1905---1908年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等。它们不同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其斗争的目标不再是争取局部的改良，而是要求实现国家的自治或独立。这些斗争也突破了上层少数人活动的局限，而成为千百万群众参加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都不是以武装起义推翻殖民统治或封建统治，而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第四类，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阶段，波斯、土耳其、墨西哥、中国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尽管四国情况各异，但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各国的资产阶级高举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制定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中国的同盟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墨西哥的革命者则提出“争取土地和自由”的口号。这些纲领都集中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这是这一阶段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的最鲜明的标志。其次，在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各国资产阶级放弃了先期企望通过“上书当道，游说公卿”、或少数人密谋，发动宫廷政变等途径实现社会变革的幻想，从改良走上革命。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革命军，坚持武装斗争，直至推翻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再次，各国的资产阶级打破了先期那种“我行我素”、孤军奋战的局面，以鲜明的斗争纲领吸引了千百万劳动群众。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口号正是世世代代中国农民的憧憬与期待，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与人民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两股以往互不联系的潮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洪流，这在东方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纪初，中国、波斯、土耳其、墨西哥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许多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运动已成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从而把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推上了新的高峰。列宁高度评价了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看作是“二十世纪初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近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经历了五个时期，出现了四次“高潮”。民族解放运动由下层人民的自发斗争，逐步走上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由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变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展现了一条无限广阔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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